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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以厦门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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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加剧了生态系统的退化。 如何扭转生态系统的退化，同时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生态系统服务需

求，成为当前的一个研究热点。 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可平衡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对于保障区域

生态安全、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具有重大意义。 以厦门市为例，基于“生态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生态廊道提取”的基本框架

构建陆域生态安全格局。 结合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识别生态源地，该方法兼顾了生态结构和功能，
使得所识别的生态源地更具全面性。 选取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和坡度构建生态综合阻力面，并用人类居住合成指数修正生态综

合阻力面，以减少主观赋值的影响，识别各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的差异，使生态阻力面的构建更加合理。 在此基础上通过最小累

积阻力模型提取生态廊道，利用重力模型量化潜在生态廊道的相对重要性，并根据重力模型结果划分重要性等级。 研究结果表

明，厦门市的生态安全格局由 １４ 个生态源地、２１ 条生态廊道、１５ 个生态节点及若干个踏脚石所组成。 生态源地主要集中在研

究区的西部和北部，以林地和草地为主，面积合计为 ５５８．６４ ｋｍ２。 生态廊道长约 １５９．４０ ｋｍ，其中，关键生态廊道 ９ 条，一般生态

廊道 １２ 条。 生态廊道呈现出东西方向联系较为密切，南北方向联系不足的特点。 根据对区域生态安全的贡献度，将生态安全

格局划分为 ３ 个管控区进行分级管控。 将研究结果与厦门市当前的实施计划进行对比分析，虽然结果有所差别，但总体上相对

一致，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所采用的研究数据及方法不同。 因此，研究认为将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形态学空间

格局分析、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和重力模型结合，可为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生态安全格局；生态源地；生态阻力面；生态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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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高强度的人类活动以及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得生态系统日益遭受损坏，生态系

统退化越来越呈现出大面积、成片蔓延的特点［１］，既造成了生态系统质量下降、水土流失等一系列严峻的生

态环境问题，也威胁了生态安全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２］。 生态安全格局是以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态系统作为

研究区域，针对区域内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识别并保护潜在的生态关键要素，实现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控制

和持续改善［３］，被视为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４—５］。 当前，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已成

为研究热点。
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方法具有多元化，最为常见的是由俞孔坚提出的“生态源地识别—阻力面构建—廊

道提取”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式。 然而，在生态源地识别和阻力面构建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具体表

现为：（１）现有研究在生态源地的选取中侧重考虑生境斑块的内在功能属性，对斑块在景观中的空间结构较

少关注，忽视了其与周围环境之间的联系［６］，个别研究则直接将自然保护区等特定的生态功能区视为生态源

地，该方法带有一定的政策性和主观性，缺乏定量分析。 （２）构建生态阻力面选取的阻力因子大多带有较强

的主观性，且同一土地利用类型无差别的赋值方式疏忽了其内部自然属性的差异，也无法体现同一土地利用

类型下人类活动有差别的干扰［４］。 生态源地提取、生态阻力面构建作为生态廊道构建的两个重要前提，影响

了生态廊道的数量和走向，进而影响了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 因此，本研究拟针对上述两个问题，进一步优化

和完善生态源地识别和生态阻力面构建，从而使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更具有合理性。
厦门市作为经济特区，历经多年高强度的开发建设，围海造地与城市新区发展、旧区改造并行，建成区由

岛内向岛外逐渐蔓延扩张，导致大量耕地、林地、湿地、滩涂等生态空间转变为城市用地。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

化和城市化发展影响叠加，部分区域生态功能退化，生态安全受到威胁。 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厦门市已开展了

生态修复项目。 本研究拟优化和完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法，为厦门市的生态修复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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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区概况

　 　 厦门市（２４．２３°—２４．２５°Ｎ、１１７．５３°—１１８．２６°Ｅ）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由思明、湖里、集美、海沧、同安和翔

安 ６ 个行政区组成，陆地总面积 １７００．６１ ｋｍ２（图 １）。 北邻泉州，南接漳州，东临台湾海峡，是闽南“金三角”的
中心，“一带一路”的海陆交通枢纽。 属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 ２１℃左右，年均降雨量为 １２００
ｍｍ 左右，常年气候温暖，雨热同期，雨量充沛。 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以滨海平原、山地和丘陵为主。

图 １　 厦门市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ａｍｅｎ

１．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包括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数字高程模型、月平均气温、月平均降水量、土壤质地、土地利

用数据、夜间灯光数据以及归一化植被指数，数据来源详见表 １。 为减小数据误差，保障空间参考的一致性，
将坐标统一为 ＧＣＳ＿ＷＧＳ＿１９８４，并将栅格数据重采样为 ３０ ｍ 的分辨率。

表 １　 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数据类型
Ｄａｔａ ｔｙｐｅｓ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数据精度
Ｄａｔａ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ＮＰＰ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 ５００ ｍ

数字高程模型 ＤＥＭ 地理空间数据云 ３０ ｍ

月平均气温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 １ ｋｍ

月平均降水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ｍｅａｎ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国家地球系统科学数据中心 ２００１—２０２０ 年 １ ｋｍ

土壤质地 Ｓｏｉｌ ｔｅｘｔｕｒｅ 世界土壤数据库（ＨＷＳＤ）的中国土壤数据集（ｖ１．１） １ ｋｍ

土地利用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ＧｌｏｂｅＬａｎｄ３０ ３０ ｍ

夜间灯光 Ｎｉｇｈｔ ｌｉｇｈｔ 科罗拉多矿业大学 ｈｔｔｐｓ： ／ ／ ｅｏｇｄａｔａ．ｍｉｎｅｓ．ｅｄｕ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 ｖｎｌ ／ ２０２０ 年 ５００ ｍ

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ＤＶＩ 地理空间数据云 ２０２０ 年 ３０ ｍ

　 　 ＮＰＰ：植被净初级生产力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Ｍ：数字高程模型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ＮＤＶＩ：归一化植被指数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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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１　 生态源地识别

作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第一环节，生态源地能否准确识别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了生态廊道构建和生态

修复空间识别的结果［７］。 本研究拟从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识别生态源地，提高生态源地识别的准

确性。
２．１．１　 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所获得的效益，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８］。 生

态系统服务能力反映了生态环境的状况，根据研究区特点，选择水源涵养、水土保持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这

３ 个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厦门市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评价指标，并根据《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
（２０１５）提供的 ＮＰＰ 定量指标法进行评价。 为避免主观赋值导致研究结果有所偏倚，默认 ３ 种服务同等重要，
即权重一致［９］。 运用分位数法（Ｑｕａｎｔｉｌｅｓ）进行分级再等权叠加，得到研究区域的生态系统综合服务能力指

数，并将其划分为 ５ 个等级。
２．１．２　 ＭＳＰＡ 分析

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ＳＰＡ）是 ２００７ 年由 Ｖｏｇｔ 等提出的一种基于

数学形态学原理对二值化的栅格图像进行分类的方法［１０—１１］。 该方法简单高效，可快速地识别景观类型，且不

受研究尺度的限制。 本研究选取受人类干扰较大的耕地、建设用地作为背景，选取林地、草地、灌木地、湿地、
水体等自然生态要素作为前景。 基于 ＧｕｉｄｏｓＴｏｏｌｂｏｘ 软件，采用默认的八领域分析法进行计算，得到厦门市的

７ 类景观类型，即核心区（ｃｏｒｅ）、孤岛（ｉｓｌｅｔ）、边缘区（ｅｄｇｅ）、孔隙（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桥接区（ｂｒｉｄｇｅ）、环道区（ ｌｏｏｐ）
以及支线（ｂｒａｎｃｈ），进而提取生境斑块最大的核心区作为潜在的生态源地［６］。
２．１．３　 生态源地提取

将生态系统服务中度及以上重要性区域与潜在的生态源地进行叠加分析，提取面积大于 １ ｋｍ２的重叠的

核心区斑块作为生态源地。 进而基于 Ｃｏｎｅｆｏｒ 和 Ｃｏｎｅｆｏｒ Ｉｎｐｕｔｓ ｆｏｒ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ｘ 插件对其进行景观连通性计

算。 根据输出结果，斑块重要性指数（ｔｈｅ ｄｅｌｔａ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ＰＣ）的值越大，说明该斑

块对维持较高的景观连通性发挥的作用越大。
２．２　 生态阻力面构建

物种在生态源地之间的迁移和扩散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土地覆被状态和人类活动的阻扰［１２］。 作为生态

廊道能否准确识别的关键，构建生态阻力面模拟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的难易程度，对于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

至关重要。 本研究选取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和坡度这 ３ 个影响较大且较常使用的自然因子构建生态综合阻力

面，参考相关文献进行分级和赋值［１３—１４］ （表 ２）。 为弱化主观赋值的影响，以人类居住合成指数（Ｈｕｍ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ＨＳＩ）表征人类活动对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的干扰，对生态综合阻力面进行修正［１５—１６］（公
式 １—３）。

ＮＴＬｎｏｒ ＝
ＮＴＬ－ＮＴＬｍｉｎ

ＮＴＬｍａｘ－ＮＴＬｍｉｎ
　 　 　 　 　 　 （１）

ＨＳＩ ＝
１－ＮＤＶＩｍａｘ( ) ＋ＮＴＬｎｏｒ

１－ＮＴＬｎｏｒ( ) ＋ＮＤＶＩｍａｘ×ＮＴＬｎｏｒ×ＮＤＶＩｍａｘ
（２）

式中，ＮＴＬ、ＮＴＬｍａｘ、ＮＴＬｍｉｎ分别为原始的夜间灯光数据及其最大值和最小值；ＮＴＬｎｏｒ为归一化的夜间灯光数据；
ＮＤＶＩｍａｘ为归一化植被指数的最大值；ＨＳＩ 为人类居住合成指数。

Ｒ ｉ ＝
ＨＳＩｉ
ＨＳＩａ

× Ｒ （３）

式中，Ｒ ｉ为基于人类居住合成指数修正的生态阻力系数；ＨＳＩｉ为栅格 ｉ 的人类居住合成指数；ＨＳＩａ为栅格 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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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景观类型 ａ 的平均人类居住合成指数；Ｒ 为栅格 ｉ 的景观类型的综合生态阻力系数。

表 ２　 生态阻力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阻力因子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分级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阻力系数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ｓ

阻力因子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分级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阻力系数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权重
Ｗｅｉｇｈｔｓ

土地利用类型 林地 １ ０．５ 坡度 ＜５ １ ０．２５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灌木地 １０ Ｓｌｏｐｅ ／ （°） ５—１０ １０

草地 ３０ １０—２０ ５０
湿地 ５０ ２０—３０ ７５
水体 ７０ ＞３０ １００
耕地 ９０ 高程 ＜１００ １ ０．２５
建设用地 １００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 ｍ １００—３００ １０

３００—５００ ５０
５００—８００ ７５
＞８００ １００

２．３　 生态廊道提取

２．３．１　 ＭＣＲ 模型

生态廊道作为生态要素在生态源地之间流动和传递的重要途径［１７］，具有维持生态系统运转、维护区域生

态安全的重要功能［１８］，也是生态修复中最有可能改善和提高连通性的关键区域［１９］。 生态廊道构建的方法包

括最小累积阻力模型（Ｍｉｎｉｍｕｍ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ＣＲ） ［２０—２１］、蚁群算法［２２］、电路理论［２３—２４］、小波变

换［２５］等。 其中，ＭＣＲ 模型是俞孔坚在 Ｋｎａａｐｅｎ 等提出的模型的基础上改进得到的［５］。 相较于其他模型，该
模型可更好地模拟和量化物种、能量和信息在生态源地之间流动的最小成本路径，已被广为采用［２６—２７］。 因

此，本研究采用 ＭＣＲ 模型，基于 ＡｒｃＧＩＳ 提取每一个生态源地的中心点为生态源点，以修正后的生态阻力面为

成本，通过成本路径工具，模拟每一个生态源点到其他 ｎ－１ 个生态源点的最小成本路径，构建两两之间的潜

在生态廊道，共计 Ｃ２
ｎ 条。 计算方法［１７］如公式 ４：

ＭＣＲ ＝ ｆｍｉｎ∑
ｉ ＝ ｍ

ｊ ＝ ｎ
Ｄｉｊ × Ｒ ｉ( ) （４）

式中，ＭＣＲ 为物种从生态源地扩散到其他生态源地的最小累积阻力值；Ｄｉｊ为物种从生态源地 ｊ 到景观单元 ｉ
的空间距离；Ｒ ｉ为景观单元 ｉ 对应的生态阻力系数，即前文所述的基于人类居住合成指数修正后的生态阻力

系数。
２．３．２　 重力模型

基于重力模型构建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矩阵，以此量化潜在生态廊道的相对重要性。 相互作用力越

大说明生态源地之间的联系越紧密，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越频繁，生态源地之间的生态廊道重要性等级越高，
计算方法［２８］如公式 ５：

Ｇ ｉｊ ＝
Ｌ２

ｍａｘ ｌｎ Ｓｉ( ) ｌｎ Ｓ ｊ( )

Ｌ２
ｉｊ Ｐ ｉ Ｐ ｊ

（５）

式中，Ｇ ｉｊ为斑块 ｉ 和斑块 ｊ 之间的相互作用力；Ｐ ｉ和 Ｐ ｊ分别为斑块 ｉ 和斑块 ｊ 的阻力值；Ｓｉ和 Ｓ ｊ分别为斑块 ｉ 和
斑块 ｊ 的面积；Ｌｉｊ为斑块 ｉ 和斑块 ｊ 之间潜在生态廊道的累积阻力值；Ｌｍａｘ为研究区所有潜在生态廊道的最大

累积阻力值。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生态源地识别

３．１．１　 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

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等级大体上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图 ２）。 由这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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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权叠加得到的生态系统综合服务重要性等级也呈现出相同的空间分布特征。 中度及以上重要区主要位于

研究区的西部和北部，面积合计为 ７５３．２５ ｋｍ２，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４７．７１％。 中部和南部耕地和建成区较为

密集，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生态系统综合服务重要性等级较低，主要为不重要区和轻度重要区，面积分别为

４０６．８４ ｋｍ２和 ４１８．６８ ｋｍ２。

图 ２　 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结果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３．１．２　 ＭＳＰＡ 分析

基于 ＭＳＰＡ 分析得到 ７ 类生态景观的面积和占比（表 ３）。 ７ 类生态景观的总面积约为 ６９２．６０ ｋｍ２。 核心

区的面积最大，约为 ６３５．１９ ｋｍ２，占生态景观总面积的 ９１．７１％。 边缘区为核心区的外部边界，是核心区与其

外部的非生态景观类型之间的过渡区域；孔隙为核心区与其内部存在的非生态景观类型之间的过渡区域。 两

者分别占生态景观总面积的 ５．８２％和 １．４５％。 孤岛零星散布在研究区域中，约占生态景观总面积的 ０．１７％。
支线、桥接区和环道区均具有连通作用，数量越少意味着连通性越差，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的阻扰越大，越不

利于生物多样性［２９］。 其中，支线作为连通核心区与其他生态景观之间的条带状区域，占生态景观总面积的

０．６５％，说明生态要素在核心区与其他生态景观之间流动和传递受到较大的阻扰，连通性较差；桥接区是连通

各核心区之间的条带状区域，约占生态景观总面积的 ０．１５％；环道区为核心区内物种迁徙的捷径，面积最小，
仅为 ０．３３ ｋｍ２，占比为 ０．０５％。

表 ４　 景观类型分类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占生态景观面积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景观类型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

面积 ／ ｋｍ２

Ａｒｅａ
占生态景观面积比例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核心区 Ｃｏｒｅ ６３５．１９ ９１．７１ 环道区 Ｌｏｏｐ ０．３３ ０．０５

孤岛 Ｉｓｌｅｔ １．１５ ０．１７ 桥接区 Ｂｒｉｄｇｅ １．０４ ０．１５

孔隙 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０．０７ １．４５ 支线 Ｂｒａｎｃｈ ４．４９ ０．６５

边缘区 Ｅｄｇｅ ４０．３３ ５．８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９２．６０ １００．００

由图 ３ 可知，核心区在西北部连片聚集，整体性较好，而在其他地区则呈零散分布，破碎化较为严重。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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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西北部的核心区，虽然面积大且连片分布，但其间也具有多个孔隙，孔隙的范围越大，表明非生态景观

类型占据的面积越多，或者意味着核心区生态系统退化的范围扩大，从而使生态要素在流动和传递的过程中

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孤岛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物种迁徙的踏脚石，既减小生境斑块之间的成本距离，又可

间接提高生境斑块之间的连通性［２９—３０］。 例如，位于同安区南部的核心区，其右侧间隔分布着多个孤岛，呈弧

形状处于该核心区与其他两个较小的核心区之间，可使生态要素在流动和传递的过程中能够短暂栖息。

图 ３　 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的景观类型空间分布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ｙｐ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１．３　 生态源地提取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 ＭＳＰＡ 的分析结果，共有 １４ 个面积大于 １ ｋｍ２的核心区斑块与中度及以上生

态系统综合服务重要性区域重叠，面积合计为 ５５８．６４ ｋｍ２，约占核心区总面积的 ８７．９５％。 表明多数核心区拥

有较好的生态系统服务能力，可为生物生存提供较好的栖息条件。 因此，选取这 １４ 个重叠的核心区斑块作为

生态源地（图 ４）。 生态源地主要位于研究区西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涵盖国家级和省级森林公园、水源保护

区等重要区域。 中部和南部地区以建设用地和耕地为主，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生态源地数量较少且较为分散。

图 ４　 生态源地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根据景观连通性分析结果（表 ５）可知，１４ 个生态源地的斑块重要性（ｄＰＣ）差距较大，仅有 ３ 个生态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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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斑块重要性大于 １，分别为 １０ 号、７ 号和 ６ 号生态源地，其余的 １１ 个生态源地的斑块重要性均小于 １。 其

中，１０ 号生态源地面积最大，约占 １４ 个生态源地总面积的 ８２．７１％，其斑块重要性也最大，说明该生态源地对

于维持较高的景观连通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 ５　 景观连通性计算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面积 ／ ％
Ａｒｅａ

斑块重要性
ｔｈｅ ｄｅｌｔａ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ＰＣ）

编号
Ｎｕｍｂｅｒ

面积 ／ ％
Ａｒｅａ

斑块重要性
ｔｈｅ ｄｅｌｔａ ｖａ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ｄＰＣ）

１０ ４６２．０３ ９９．２２ ２ １．３５ ０．３３

７ １０．２４ ３．５３ １１ １４．１０ ０．２８

６ ４．２３ １．２２ １４ ２２．３５ ０．２２

５ ３．５８ ０．９９ ８ ９．７４ ０．０４

３ １．２６ ０．４７ ９ ５．２６ ０．０１

１ １．３５ ０．４１ １３ １．８１ ０．００

１２ １９．７０ ０．３６ ４ １．６４ ０．００

３．２　 生态阻力面构建

由土地利用类型、高程和坡度这三个自然环境因子所构建的生态综合阻力面（图 ５），空间分布上呈现出

明显的南北异质性。 东南部人类活动密集的区域阻力系数明显高于西北部，但高阻力系数零星分布在西北

部。 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单因子阻力系数为“两高”或“三高”，从而使得其综合阻力系数相对于周边地区

呈现出较高的趋势。 经 ＨＳＩ 修正后的生态综合阻力面，各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的阻力系数发生了显著变化。 高

阻力值由西北部转移至中部和南部，且高阻力区域具备一定的规模。 尤其是湖里区和思明区，因开发建设早

城市化水平较高，且受区域面积的限制，人类活动区域高度聚集，对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的干扰明显增强。

图 ５　 生态阻力面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３．３　 生态廊道构建

通过 ＭＣＲ 模型提取研究区潜在的生态廊道。 剔除重复路径和经过生态源地内部的无效路径，最终得到

２１ 条生态廊道，总长度为 １５９．４０ ｋｍ。 其中，生态源地 １４ 在地理位置上与其他生态源地存在海域的阻隔，彼
此之间未能构筑起生态廊道。 因本研究的生态阻力系数设置比较大，由此计算得到的各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

作用力也较大（表 ６）。 参考相关文献［６］，以 １０ 为临界值对生态廊道的重要性进行等级划分，大于 １０ 的视为

关键生态廊道，小于 １０ 的则为一般生态廊道，共得到关键生态廊道 ９ 条，长度为 ８３．１１ ｋｍ，一般生态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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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条，长度为 ７６．２９ ｋｍ（图 ６）。

表 ６　 基于重力模型的生态源地相互作用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

源地
Ｓｏｕｒｃ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 ６６．５０ １９．３１ ４３．５８ ２．６２ １２．１８ ０．８４ ３．５６ ３．４８ １．１６ １．１９ ０．７２ ０．６０ －

２ ７９．２９ ８８．０８ １４．１６ １７．５８ ２．２７ ４．９８ ５．３０ ２．８４ １．４７ ０．９１ ０．７７ －

３ １３６５．２７ ８．８３ ９１．４５ ２．１１ １１．６４ １０．４６ ２．９２ ２．５０ １．４７ １．２２ －

４ ５．０６ ３．３２ ５．２９ ２．０５ ３．５７ ４．５６ ０．８５ ０．５６ ０．４９ －

５ ４１．５４ ０．９０ １４．７２ １１．０８ １．５１ １．８３ １．０２ ０．８２ －

６ １．０３ ０．７３ １．１７ ３６．８２ ０．４０ ０．２８ ０．２６ －

７ ６．０１ ５０．２５ １．５０ ３．５４ １．７０ １．２４ －

８ ５．２９ １．８７ ２．８１ １．３８ １．０５ －

９ ２．０６ ０．７３ ０．５０ ０．４５ －

１０ １．９１ １．１３ ０．９４ －

１１ １９．１８ ７．３４ －

１２ ３１．０１ －

１３ －

图 ６　 生态廊道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ｓ

结合景观连通性与重力模型分析结果 （表 ５ 与

表 ６）可知，对景观连通性具有重大贡献的 １０ 号和 ６ 号

生态源地，两者之间距离较远，但相互作用力较大，表明

其间的生态廊道是生态要素流动和传递可能性较大的

路径，相对重要性较高。 ７ 号生态源地对景观连通性的

贡献程度也较高，与 ９ 号生态源地之间的相互作用力最

大，其次为 ８ 号生态源地，与南北方向的生态源地之间

的相互作用力总体偏弱，表明 ７ 号生态源地对景观连通

性的贡献主要在于连通东西方向的生态源地，特别是与

之距离较远的 ９ 号生态源地。 由此本研究认为，生态源

地之间距离越近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的联系更紧密，远
距离的生态源地之间也存在频繁的生态要素流动和传

递。 ２ 号、３ 号和 ４ 号生态源地面积均较小，斑块重要性

（ｄＰＣ）也较差，特别是 ４ 号生态源地，其 ｄＰＣ 值几乎为

０，但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较强，表明对景观连通性贡

献度不高的生态源地之间生态要素的流动和传递也具

有较大的可能性，其生态源地和生态廊道也具有重要的

生态保护和修复意义。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以往研究根据斑块重要性（ｄＰＣ）的大小筛选生态源地，可
能导致部分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斑块被排除在外，从而影响生态廊道的提取。 因此，本研究保留斑块重要性

较差的生态源地，可使生态安全格局更具有完整性。
３．４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与分区管控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研究区共有生态源地 １４ 个，面积约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３５．３９％，呈现出西北多东南少

的分布特征，基本涵盖了多个国家级或省级森林公园、水源保护区等。 其中，西北部连片的生态源地为研究区

筑起了天然的生态保护屏障，有利于维护研究区的生态安全。 研究区的生态廊道共 ２１ 条，总长为 １５９．４０ ｋｍ。
关键生态廊道和一般生态廊道纵横交错，将各个生态源地串联起来，是研究区生态安全网络至关重要的组成

２９２２ 　 生　 态　 学　 报　 　 　 ４４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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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生态安全格局分区管控

Ｆｉｇ．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ｚｏ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部分，保障了水源涵养、水体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

态功能的发挥。 叠加 ＭＳＰＡ 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属于生

态源地的核心区中，有 １５ 个处于生态廊道与生态源地

之间、生态廊道与生态廊道之间的交汇处，是生态要素

流动和传递的重要节点；有 ２３ 个处于生态廊道的沿线，
可与孤岛共同发挥踏脚石的作用。

基于对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程度，对生态安

全格局进行分区管控（图 ７）。 将生态源地划为一级管

控区；将关键生态廊道及其沿线的一般核心区和孤岛列

为二级管控区，关键生态廊道长度为 ８３．１１ ｋｍ，一般核

心区面积为 １１．２９ ｋｍ２，孤岛面积为 ０．１６ ｋｍ２；将一般生

态廊道及其沿线的一般核心区和孤岛列为三级管控区，
一般生态廊道长度为 ７６． ２９ ｋｍ，一般核心区面积为

１０．９８ ｋｍ２，孤岛面积为 ０．０６ ｋｍ２。

４　 讨论

本研究基于生态源地识别一阻力面构建一生态廊

道构建的基本框架，构建了厦门市的陆域生态安全格局。 《厦门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 年）》（以下简称《计划》）中的生态修复项目分布图也是在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上进行识别的。 何

子张等对《计划》所采用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方法和结果进行了介绍［３１］。 通过对比可知本研究与《计划》所
识别的生态源地较为一致，但也存在些许不同：（１）《计划》所识别的生态源地面积明显大于本研究的识别结

果，特别是西北部的生态源地，《计划》的识别结果范围更广，斑块整体性更好。 主要原因在于《计划》所采用

的基础数据为“三调”数据，数据更加真实可信。 此外，《计划》将耕地纳为生态源地，而本研究则将耕地视为

背景未进行分析。 前景分析的目的在于识别出适宜生物栖息和活动的区域，多数学者在进行前景分析时也大

多选择生态功能较好且受人类影响较小的自然景观［３２—３３］，耕地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一般不作考虑。
（２）《计划》兼顾了陆域和海域，本研究因数据获取有限，且海域与陆域评价方法不同，因此未考虑海域范围。
（３）《计划》将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生态红线区等直接识别为生态源地，而根据本研究的分析，鼓浪屿不

属于生态系统服务中度及以上重要区域，因此未列为生态源地。
在生态阻力面构建过程中，《计划》所构建的生态阻力面同一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阻力系数较为均等。

本研究为进一步识别同一土地利用类型各生态阻力系数的差异，以 ＨＳＩ 修正生态阻力面。 相比单一使用夜间

灯光数据进行修正，ＨＳＩ 综合考虑了夜间灯光数据和 ＮＤＶＩ 数据，可弥补夜间灯光指数过度饱和的缺陷，更能

精细地刻画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修正效果更好［３４—３５］。 因生态源地和生态阻力面有所差异，从
而导致本研究和《计划》基于 ＭＣＲ 模型构建的生态廊道也有所不同，但生态廊道的走向大致相同，且本研究

所识别的生态廊道既包含了《计划》基于 ＭＣＲ 模型所构建的潜在生态廊道，也包括部分山脊廊道，说明本研

究所构建的生态廊道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本研究虽然构建了生态廊道，但因各生态要素对生态廊道的宽度要求不同，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划定标

准。 因此，本研究未对生态廊道的宽度做进一步分析，今后将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厦门市作为一个

滨海城市，海域也占据一定的面积，本研究仅考虑陆域生态安全格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今后将统筹考虑陆

域和海域，更加全面地构建全域的生态安全格局。

５　 结论

本研究采用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 ＭＳＰＡ 分析识别生态源地，兼顾了生态功能和结构，定量分析的

３９２２　 ６ 期 　 　 　 李倩瑜　 等：基于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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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也更具有客观性，且该方法高效便捷，适用各尺度的研究区域，识别结果与《计划》较为一致，具有一定的

可信度。 以 ＨＳＩ 修正生态综合阻力面，可弱化主观赋值的影响，以此为成本距离构建的生态廊道在一定程度

上也符合实际情况。 因此，本研究认为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和 ＭＳＰＡ、ＭＣＲ 和重力模型可以有效结合，为
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也可使基于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的生态修复空间更具有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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